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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四庫全書》保存圖書文獻的價值，向來備受矚目，相較於文獻價值，叢書藉以完成

的基層工程──抄寫，並未得到太多關注。抄成於乾隆時期的七部《全書》，今存文淵、

文溯、文津三閣本，都屬最初計畫供奉御覽的「北四閣」；其抄寫者，是善於書寫的舉人

與貢、監生，參與者多達三千餘人。這項典籍抄寫工程，書寫技藝上的表現，論者或以「館

閣體」簡括陳述之，或以為在朝廷規範下「字樣前後一致」，評述皆未得其實。本文旨在

反省類此刻板認知，說明標示「館閣體」之名，無助於了解《全書》抄寫情況；而從書寫

的實用觀念入手，發現謄錄圖書時強調的恭敬態度，與清廷儒學教育頗有關聯。手抄小楷，

看似整齊，其實蘊含豐富的書風差異，本論文以文淵閣本為例，具體區分書跡風貌類型，

期能對這份手抄巨構，有更深入的理解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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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四庫全書》的研究，謄錄書法受到的注意，遠在編纂、文獻、辨章學術各方面

之後，上世紀末「四庫學」初成顯學，學者細數研究內容即未曾提及。1
2000 年歐陽中石

領銜合著的《書法天地》，稱「《四庫全書》實為一部文辭、書法俱佳的精品」，然點出

書手多為秀才間有舉人，卻未意識到北四閣與南三閣謄錄群體有別；除斷言書手皆精於館

閣體外，於書跡書法並無進一步的觀察與描述，2關注眼光已開，可惜實際研究闕如。2013

年吉林大學博士論文《清代朝廷書法研究》，作者陳佳，闢專章討論《四庫全書》謄錄書

法，認為那是乾隆時期館閣體的最高標準，強調程式化要求下「整套書字樣前後一致」，
3如此觀察，似乎無視《全書》書跡多元性的存在，有待商榷。 

二者都為《全書》書法貼上「館閣體」的標籤。然而，館閣之為體，不是篆隸草楷之

字體，也非歐褚顏柳特具風格的書家體，並無確切形貌，且使用其詞者，往往又帶有貶意，

如沙孟海（1900-1992）定義館閣體是：一種追求「光滑而且方正，越呆版越好……沒有

古意，且也沒有個性，各人寫出來，千篇一律，差不多和鉛字一樣勻」的書跡，4可說是

清代科舉時代士人官員功利心態的筆下反映。如此一來，描述《全書》書法為「館閣體」，

不就形同傳達一種負面形象，賦予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這樣的認知，接近真實嗎？《全

書》抄製當時並無「以館閣體書寫」的規定，而陳佳所說「整套書字樣前後一致」，卻是

從館閣體式的認知而來，但卷帙龐大、書手成千的鈔本，字跡可能前後一致嗎？莫非其所

                                                        
1  1998年淡江大學召開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以「四庫學」為主題，發表 15篇論文，「四庫之學」

的概念，稍見胡楚生論文：「自從《四庫全書》編纂完成之後……有關《四庫全書》編纂之目的、

計畫、編纂之人員、編纂之場地、貯存之地點、提要之撰寫、檢索之方式、內容之得失、《四庫全

書》的未來等等，都是受到學者們關注的問題，討論既多，逐漸形成一專門研究『四庫』之『學』

的學問。」謄錄人員、抄寫書跡等尚未見覶數。見胡楚生：〈楊家駱教授對於「四庫學」的貢獻〉，

《兩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頁 390。

前此，昌彼得〈影印四庫全書的意義〉一文中也提及「四庫學」，範圍則約為纂修經過、禁燬情形、

圖書版本、提要考證等研究或相關檔案之輯錄。收入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前言部分頁 18。 
2  歐陽中石等著，甘中流執筆：〈清代的書法與文化〉，《書法天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1 年）第七章，頁 472。文云：「書成後共繕寫了七部，分別藏於各地。據說抄寫此書每張

紙七分銀子，在當時亦是較高的筆酬。」顯然不知前四部《全書》謄錄生自備資斧、以抄議敘，

後三部募酬書手抄錄等情事。  
3  陳佳：《清代朝廷書法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 年），第七章論題

為〈清代御制修書謄錄書法研究──以《四庫全書》為例〉。謂《全書》書法是乾隆朝館閣體

最高標準，見第七章注腳 1，頁 271。  
4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沙孟海論書叢稿》（臺北：華正書局，1988 年），頁 25。 



《四庫全書》謄錄書法風貌分類初探──以文淵閣本為主 

 

- 29 - 

謂「字樣」不指「字跡」，然而指的又是什麼？論述中卻如同「館閣體」般模糊，沒有確

切答案。 

說《全書》書法為「館閣體」，徒然為謄錄書法蒙上面紗而已，實看不出有何幫助。

所幸乾隆朝寫下的《全書》，文淵、文溯、文津三部至今仍存，淵、津閣本且都影印問世，

見藏於學術功能較強的圖書館，經四合一縮影的書冊，字跡筆畫依然清晰，藉以觀察當時

謄錄的書法風貌，並不成問題。《全書》謄錄書法風貌為何？全面翻閱《全書》，觀察書

跡並貼近地記錄、描繪所見，或許才算這一議題的真正展開。 

分別於 1986 年、2006 年出版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前

後相差二十年，複製技術有所不同，前者拆解原書影印，後者數位照相再行編排，但就整

體存真度而言，後不如前，5所以，本文以文淵閣本為主進行觀察。  

二、不要被「館閣體」迷惑 

館閣體，解析詞意當是：朝中館、閣之體。館指翰林院（北宋以來即常以「詞館」代

稱），閣指內閣。明代各殿閣大學士是朝中重臣，凡下達之詔令、上達之奏表，都有參與

討論之責，修史則充總裁官，會試充考試官，殿試充讀卷官，權如唐宋之宰相，因授餐大

內，常侍天子殿閣之下，故有「內閣」之名。而翰林院中，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

備天子顧問；侍讀、侍講掌講讀經史；史官掌修國史。6每科進士一甲三名即授翰林史職，

二三甲進士得經館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接受栽培；英宗後庶幾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

翰林不入內閣」的慣例，一經選為吉士，世人即抱以遠大期望。7「詞館」與「內閣」，

不僅是仕途要津，更是明代朝廷的文雅重地、文學中心，為舉世所艷羨。因此，館、閣常

連稱，而對於其官制體統，或詩文表現的體格風尚，都有以「館閣體」、「館閣之體」概

括指稱者。時至清代，科舉制度與翰林、內閣職官大體沿襲明朝，館閣一詞意義無多變化，

                                                        
5  北京商務印書館印製的《文津閣四庫全書》（2006），雖在每冊扉頁註記「商務印書館影印」，

但整套書名不像臺灣商務印書館於文淵閣前標有「景印」二字，此稱實符應其並非直接採取影

印呈現的製書過程。只是照相取影到編排成書間，尚有若干環節需人工執行，容易造成失真瑕

疵，如缺漏、重複、誤掛書名卷次等，有違原版者屢屢可見。參黃明理：〈新複製技術下的失

真問題：以商務印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為討論對象〉，《2017 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國際學

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第 1 冊（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2017 年），頁 132-168。 
6  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卷 72、73，頁 1732、

1786。 
7  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卷 70，頁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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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時異事遷，「館閣體」的概念，則擴及於與館閣審美風尚相關的書法體格。8
 

站在輕詆「館閣體」的立場，清儒洪亮吉（1746-1809）若非最早，也該是最引發共

鳴的先導，《北江詩話》云： 

 

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後四庫館開而其

風益盛。然此體唐宋已有之，段成式《酉陽雜俎．詭習》內載有官楷手書；沈括《筆

談》云：「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是矣，竊以爲：

此種楷法在書手則可，士大夫亦從而效之，何耶？9
 

 

由此約略得到「館閣體」的輪廓，指涉的是由朝廷而擴散流行的楷書書寫風格，特徵是「勻

圓豐滿」，而乾隆朝長期的《四庫全書》抄寫工程，對此風有推波助瀾的作用。趨從的書

寫者，不僅有底層的書手，也有官僚士大夫。 

仰賴手寫的時代，專責謄錄的工作者，為社會所不可或缺；朝廷大量的文書，以及圖

書整理等文化事業，端賴正式編制書手，例如唐朝，集賢殿書院即有「書直及寫御書一百

人」，祕書省也編「楷書手八十人」。10洪氏徵引的唐代「官楷手書」、宋朝「三館楷書」，

即指此流輩。書手的地位無法與文人士大夫相比，即使僅看寫字技藝，他們的成就、趣味，

一樣無法並駕文士；有趣的是，當他們認同某一文士的書法，從而普遍學習之，不但無助

扭轉觀感，反而使引領風騷的士夫飽受鄙夷。成書於北宋的《賈氏譚錄》記載： 

 

中土士人不工札翰，多為「院體」。院體者，貞元（唐德宗 785-804）中翰林學士

吳通微嘗工行草，然體近吏，故院中胥徒尤所倣。其書大行於世，故遺法迄今不泯，

然其鄙則又甚矣。11
 

                                                        
8  清‧金安清云：「館閣書逐時而變，皆窺上意所在。國初，聖祖喜董書，一時文臣皆從之，其

最著者為查聲山、姜西溟；雍正、乾隆皆以顏字為根底而趙、米間之，俗語所謂墨圓光方是也。

然福澤氣息無不雄厚。嘉慶一變而為歐，則成親王始之；道光再變而為柳，如祁壽陽其稱首也；

咸豐以後則不歐不柳不顏，近日多學北魏，取徑愈高，成家愈難，易流於險怪、千篇一律矣。」

羅舉康、乾至咸、同的館閣書風轉變，可見以帝王與詞臣為核心的館閣體，貫穿於有清一朝。

見清‧歐陽兆雄、金安清：《水窗春囈》（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下，「館閣書變體」

條，頁 61。 
9  清‧洪亮吉：《北江詩話》，收入《古今詩話叢編》（臺北：廣文書局，1971 年），卷 4，頁

120。 
10  見唐‧張九齡等：《唐六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5 年），卷 9、卷 10，頁 99、103。 
11  南唐‧張洎：《賈氏譚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5 年），頁 130。「尤所倣」文法有疑，《欽定四庫全書考證》卷 71 正讀該句為「故院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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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翰林院，學士與胥吏是不同流品，階層在上的學士文人，書風也刻意與吏區隔。稱作

「院體」，實帶有貶意──「院」字標示的是院中胥徒，而非翰林學士。類似情形不曾中

斷，明人孫能傳有個綜合觀察： 

 

唐時士人札翰多爲「院體」。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國朝正德中，姜太僕

立綱以楷書供奉西省，字體端重但近於俗，一時殿閣諸君及諸司吏胥皆翕然宗之，

迄今無改，謂之「中書體」，乃其鄙拙亦日以盛矣。兩朝事恰相類，沈存中謂「三

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可見宋朝字體亦然。12
 

 

西省，唐代稱中書省，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最高長官乃世人習稱的宰相。明洪武間罷

相廢中書省，省政析歸六部，文中「以楷書供奉西省」云云，指的是姜立綱（1444-1499）

擔任中書科舍人。中書舍人為從七品小官，掌書寫誥敕、制詔、銀冊、鐵券等事。13姜氏

七歲即以能書被命為翰林院秀才，英宗天順年間授中書舍人，歷經成、弘，官位雖小遷，

仍舊職掌書寫。未經科目洗禮，官場地位不高，一生就是朝廷書手，楷書稱善，但議者以

為未免刻板。14孫能傳由明代風行的姜立綱現象，回溯唐代院體、宋代三館楷書，意在指

陳：朝廷風行的書寫字體，存在刻板鄙俗的一面，歷代皆然。 

到了清朝，館閣體，不正循著孫能傳揭舉的歷史軌跡走來？蓋文人士夫對於文藝，審

美標準儘管多端，但追求表現自我、清雅脫俗，卻是顛撲不破的價值。「俗人猶愛未為詩」、

「詩到無人愛處工」，15最能體現文人士夫鍾情獨創的精神，以之參悟上舉朝廷流行書風

受到的批評，則思過半矣！字再怎麼好，當被抄胥、書手大量複製，鮮有不成俗態惡趣者，

洪亮吉所以重言「此種楷法在書手則可，士大夫亦從而效之，何耶？」道理在此。 

《北江詩話》將館閣體與四庫開館繫聯起來，本非針對《四庫全書》書法而論，批評

的是士夫書從眾現象，從而對流行的館閣書風有所不屑。姑不論其所述是否合乎史實，但

                                                                                                                                                           

其書」，見清‧王太岳、王燕緒等：《欽定四庫全書考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625。 
12  明‧孫能傳：《剡溪漫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13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卷 5，頁 370。文中謂姜於正德中供奉西省，時間有誤。   
13  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卷 72、74，頁 1729、1807。  
14  見明‧朱謀垔：《續書史會要》「姜立綱」、「馬紹榮」二則。收載明‧朱謀垔：《續書史會

要》，《書史會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827-828。 
15  南宋‧陸游：〈朝飢示子聿〉、〈明日復理夢中意作〉二詩句，見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

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卷 46，頁 2804；卷 58，頁 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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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捷的修辭，卻給人一個印象：《四庫全書》書跡就是館閣體，勻圓豐滿，千手雷同。 

片面的印象，對於觀察《全書》書法著實不利。陳佳論文或即承襲這樣的印象，認為

《全書》字樣是乾隆時期館閣體的標準，並說： 

 

《四庫全書》繕錄字樣……是楷書專用於抄書、記檔、辦公文等官方實用場合的標

準字樣。雖然謄錄自身有學歐、學柳等的筆法特徵，但繕錄時要隱藏書寫習慣，按

標準書寫，使繕錄字樣前後一致，視覺連貫。我們看到傳世的《四庫全書》繕錄字

樣前後一致，千手雷同，說明謄錄經過規範訓練。16 

 

「繕錄字樣前後一致」後接「千手雷同」四字，顯然是洪亮吉意思的翻版，但若檢證《全

書》，這樣的論斷並不可靠。筆跡可以作為判識個體的依據，原因是每人的親筆都有他人

無可取代的特色，然則上千人團隊要隱藏個人書寫習慣、達到書跡「前後一致」，必須耗

費多少時間？而製書時程緊迫，豈容長時間進行磨合？抑或陳文所謂「字樣」並非「字跡」。

然《全書》書寫可稱前後一致的，恐怕只有「端楷」此一概念了，但，端正書寫的楷字，

並無礙樣貌風格的多重變化，鍾、王、歐、顏端楷各有風貌，何嘗一致呢？ 

陳文未經仔細思索這些問題，輕易宣稱「字樣前後一致」的觀察結果，原因無他，過

度相信洪亮吉對館閣體的負評罷了。 

三、卷帙浩繁，書跡難求一致 

館閣體追求勻圓豐滿，書寫者個性不顯，差異不大，所以議者以「千手雷同」貶抑之，

誇大其從眾趨同，此四字本非客觀的描述。陳佳的論文承其說，既以《四庫全書》為館閣

體代表，遂以《全書》書跡就是千手雷同；進而將千手雷同、差異不大的意思，逕說成：

「繕錄字樣前後一致」，以致乖昧於事實。這不禁讓人想起孟子的提醒：「血流漂杵」、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都有因誇飾造成的事實出入，不可盡信。
17

 

隨機抽取《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幾冊翻查，第 56 冊《尚書講義》與《尚書詳解》，

                                                        
16  陳佳：《清代朝廷書法研究》第七章第二節「《四庫全書》繕錄與朝廷書法的程式化」，頁 281。

前此，頁 279 也稱「雇用書手在選拔之初，就立定章程，字樣固定，一千名書手以一種字樣繕

錄，真正達到千人一面，這是朝廷書法程式化的直觀體現。」 
17  事見〈盡心篇〉下、〈萬章篇〉上，南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頁 36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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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某卷一頁如【圖 1-1、1-2】所示，版式相同，從字的大小看，兩者風貌大不相同；比

較第 65 冊《日講書經解義》一頁【圖 1-3】，字的大小如【圖 1-1】，但 1-1 字跡規矩平

質，此則具有濃厚的顏（真卿）體特色，骨力結構殊勝。再取第 122 冊《禮記大全》與《表

記集解》各一頁如【圖 2-1、2-2】，頁面經文註文字跡大小有別，兩者運筆咸粗細變化明

顯，但後者橫筆較斜，以致單字右上角揚聳，迥異於前者的平正。《全書》無需盡閱，僅

僅隅舉一二，已可證「隱藏書寫習慣」、「繕錄字樣前後一致」的說法大有問題。 

其實，《全書》存在更多的字跡差異：今影本一冊之中不同書不同字跡、一書之中不

同卷不同字跡，俯拾可得，蓋出自不同謄錄生而理當相異者也。然較令人訝異的是：篇幅

不大的一卷，有時也並存不同的字跡；或者，註記同一人謄錄的卷帙，卻有異樣的筆跡……

諸如此類亦不罕覯。何以致此？若非修改抽換、或謄錄資料登載不實，18即可能與代抄有

關。四庫館選取謄錄生，雖有考核程序，但存在私下代抄情事，卻也不是秘密。19乾隆 44

年 2 月 6 日上諭： 

 

此項在館人員，雖係自備資斧效力，而議敘實不免過優，殊非慎重名器之道。朕原

因《四庫全書》卷帙浩繁，既辦一大事即不能計及小節，略予從優，非不知其中有

些微小弊也……嗣後此項議敘人員著照部議：匯齊五十名奏請考試一次。惟是伊等

寫書時，大率倩人代繕，其本人字畫未必悉能工楷，將來考試時，著派出閱卷大臣

稍為寬取，不必照正考之例過於精核，以示格外體恤之意。20
 

 

對於代抄，朝廷態度寬容並不以欺瞞論處。所謂辦大事不計小節者，即：只要《四庫全書》

早日完成，其如何抄成、給予報酬是否過優則不計較。謄錄非集中一處進行，各自領件抄

寫，當寫畢一批內容，繳交後經館臣校對合格，已屬有功，至於是否親手抄謄，四庫館恐

無力控管，也不願細究。譬如謄錄生員因病一時無法書寫，就四庫館而言，工作進度必有

耽誤；就生員而言，則將影響考績。但若花錢找人代抄，只要寫得合乎標準，於公於私幾

                                                        
18  《四庫全書》完本書冊副頁載記謄錄生姓名，看似有表其功、責其實的功能，然而細查卷內字

跡，多有不能一一對應書寫者的情況。詳見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謄繪人名錄與辨

析〉，《中國學術年刊》第 36 期（2014 年 3 月），頁 45-92。 
19  可參考張升：〈四庫館謄錄〉，《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第六章，頁 223-247。 
20  清‧乾隆皇帝：〈諭嗣後四庫館效力年滿議敘人員著嚴加考試分別核辦〉，張書才編：《纂修

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1000。諭中「惟是伊等寫書時」，句

讀與編著者稍有不同。張書才逗號斷在「惟是伊等寫書時大率倩人代繕」後，容易理解成所有

謄錄生大都找人代抄，如此似乎不太合理。今於「大率」前逗開，保留其他詮釋的空間，可以

意指某些請人代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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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影響，較之延誤或換人都稱便利。既然因病頂代不禁，那麼，謄錄生為了赴考、奔喪、

婚姻等因而找書傭代工，四庫館大可無須查察干涉。 

代抄管控寬鬆如此，可想而知：不會有所謂的「規範訓練」，也不會奢求繕寫字樣一

致。一部《全書》包羅三千七百餘種書，分裝三萬六千餘冊，字數約七億三千萬，初期構

想完成四部，不久又詔令先完成兩部《薈要》，推展如此浩大的工程，即使急不得，卻也

不能沒有時間壓力。乾隆在第一部《全書》告成時寫詩紀念，對於完工速度相當滿意，自

注云： 

 

按明《永樂大典》一萬一千九十五册，凡五年書成，今《四庫書》每部三萬六千册，

又《薈要》每部一萬二千册，自癸巳年起至今壬寅將及十年間，《薈要》兩部及《全

書》第一部共六萬册，均已蕆事裝潢貯閣，較之《永樂大典》數多五倍。又按《湧

幢小品》載（大典）編輯供事者凡二千一百六十餘人，今纂修謄録等不過千人，而

五年期滿即予甄叙錄用，是以人皆踴躍，事半功倍。21
 

 

注中以明代編《永樂大典》相比，宣稱纂修《全書》動用人員少而完成量多達五倍，「事

半功倍」的企求溢於言表，可見四庫館的進度要求絕非寬鬆。要求效率故，謄錄內容無誤、

字跡端正可識才是重點──前後字跡是否一致，理當是枝微末節了。 

字跡不同無妨，仍可以統一的版式加以彌補，所以，嚴格要求的是：版框、版心尺寸、

顏色一致；一頁行數固定、界行一致；一行容書二十一字（極少例外，特殊內容如天文曆

算、輿圖地理、字典韻書或滿文等另當別論）。框架既定，紙張統一供給，工楷寫上文字，

整齊的效果便已呈現。 

四、抄寫典籍進御，以恭敬為尚 

前四部《全書》分別貯於皇宮、圓明園、盛京與熱河行宮；四部完成後，為照顧江浙

文人的需求，才又命抄三部分藏揚州、鎮江與杭州。不同於南方三部斥資募工抄寫，22前

                                                        
21  清‧乾隆皇帝：〈經筵畢文淵閣賜宴，以四庫全書第一部告成庋閣內，用幸翰林院例得近體四

律〉首章，見清‧于敏中等：《欽定日下舊聞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7 冊（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12，頁 179。  
22  見清‧乾隆 47 年 7 月 8 日〈諭內閣著交四庫館再繕寫全書三分安置揚州文匯閣等處〉，張書才

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1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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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的謄錄成員是國子監生、貢生與舉人。監貢與舉人本具參加基層官員考選資格，此時

朝廷以繕寫規定文字量為敘官條件，募集能書生員為《全書》效力。乾隆 38 年閏 3 月，

辦理四庫全書處奏〈尊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宜折〉提到： 

 

謄錄一項……恭繕《四庫全書》陳設本一樣四分，卷帙浩瀚，字數繁多，必須同時

分繕成編，庶不致汗青無日，而其字畫均須端楷，又未能日計有餘，非多派謄錄人

員不能如期蕆役。臣等公同酌議：令現在提調、纂修各員於在京之舉人及貢監各生

內擇字畫工致者，各舉數人，臣等復加閱定，共足四百人之數，令其充為謄錄，自

備資斧效力。23 

 

38 年 5 月乾隆〈諭內閣編四庫全書薈要著于敏中王際華專司其事〉云： 

 

其應抄各種，則於雲集京師士子中擇其能書者，給札分抄，共成善本，以廣蘭臺石

渠之藏。24 

 

梁國治（1723-1786）編撰《國子監志》亦載： 

 

三十九年奉旨：辦理《四庫全書》並《薈要》二處所用謄録，莫若於鄉試發榜後，

即在落卷内擇其字畫匀淨可供抄錄者，酌取備用……將未經取中之南北中皿彌封墨

卷，公同繙閱，挑取五六百名交與吏部，按照名次拆卷填註，此内如有本係謄錄即

行扣除，餘俟出榜曉示，註冊挨補。25
 

 

可見：北四閣諸本的謄錄，乃起用在京國學生員或資格相當的讀書人，正式入選者或候備

者皆然。雖說代抄始終存在，傭書之人不見得是國學生，卻也未必是知識水平低的職業寫

手。26文淵閣本的謄錄者，如王天祿、沙重輪、唐燦、黃煒、黃嵩齡、單可璂、趙雯六人

身分註記都是進士，代表科舉得售後還自願抄寫；也有後來入仕而仍在四庫館行走者，如

何思鈞、李斯咏、邱桂山，名字登載書冊副頁，除見於「謄錄」外，也在「校對官」或是

                                                        
23  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77。 
24  張書才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108。 
25  清‧梁國治等纂：《國子監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5 年），卷 40，頁 476。  
26  詳張升：〈四庫館謄錄〉，《四庫全書館研究》，頁 24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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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校官」下出現。所以北四閣諸本的謄錄們不是一般書手，基本上是國學中工於寫字的

儒生，身分也與唐宋以降職在抄寫的官衙吏胥不同。 

這些以六藝之書藝獲用，得到入仕機會的儒學生，儘管都稱「能書」，但細較之，還

是高下有別，高明者後來書名顯著，為書家認肯而列名書史，雖然為數不多；27更多技藝

稍下者，即使寫字高出一般水平，然潛力有限，仍不足以書法鳴世。乾隆所指「能書者」，

是較寬泛的，大抵是從文字的實用立場上看，而不以藝術能為作標竿，「能」的概念，未

可遽與書家賞鑑「神、妙、能」三品之「能」等量齊觀。 

清人錢泳（1759-1844）云：「凡應制詩文、牋奏章疏等書，祇求文詞之妙，不求書

法之精，只要勻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28即在書法之實用與藝術間，畫出了界

線，並將實用書寫者排於「書家」之外，立論嚴峻。類似的思維，早見於乾隆初期歷任三

部尚書的汪由敦（1692-1758）： 

 

吾嘗論書為六藝之一，以適用為貴。奏摺第一，碑版次之，聯額又次之。挂幅、手

卷、扇頭皆玩具，世人以其易擅名，故特好之，實無足留意，昔人謂高文大冊何嘗

用此！29
 

古人作書各自為體，碑版以嚴重為宜，簡牘以疎散取態，若奏劄自當和平勻整，以

致恭敬。善書者但見墨刻留傳多屬往還書問，遂謂古人書以蕭疎簡遠為極則……士

子以書法應世，惟進御最重，外此紀姓名耳，即令追踪羲獻，不過酬應取名譽，於

實用無補。30
 

 

書寫的適用、實用功能，在此得到高度強調，與書家意在玩味的藝術傾向涇渭分明。不過，

汪由敦不用「不求書法之精」的批排口吻，也未將「書家」之名劃歸於一方，他分樹標準：

                                                        
27  清末‧李放編：《皇清書史》，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38 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

年）中，如馮克鞏、秦震鈞、方維翰、鄭宸、翟永機，其小傳都有入館謄錄議敘等記事，另有

洪文炳、洪梧、朱楷、朱上林、崔灝、陳念本、陳柄德、陳萬青、聞益、韓溎、曹錫璜、戈廷

模、何茹連、王宗獻、王元亮、李憲喬、竇廷棟等人，其傳雖未言及四庫館謄錄諸事，然其名

見於文淵閣本或文津閣本副頁，且驗其年代與職官事跡，極有可能曾為謄錄之一員。謄錄生員

名錄，詳參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頁 45-92；以及〈文津閣《四

庫全書》影本所載謄錄生員資訊〉，《東亞漢學研究》第 7 號（日本長崎：東亞漢學研究學會，

2017 年），頁 330-342。 
28  清‧錢泳：〈書學‧總論〉，《履園叢話》（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 年）十一上，頁 294。 
29  清‧汪由敦：〈跋手臨沈學士書聖主得賢臣頌〉其一，《松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 132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17，頁 863。  
30  清‧汪由敦：〈自跋試筆卷後〉，《松泉集》，卷 18，頁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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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取其疎散；碑版，求其莊重；奏摺劄子，以「和平勻整」表示恭敬為尚。用途不同

則風尚隨之有別，玩賞筆法韻態，不是寫字的唯一評賞準則。 

汪由敦此處未言及抄書，但《全書》抄寫經典文化財產，且完竣之後終是進呈御覽，

依他看，謄錄書法必也當以「和平勻整，以致恭敬」為準的。 

汪著《松泉集》，乾隆特命補入《全書》，31是別集中最晚近者，《簡明目錄》提要

云：「由敦久直內廷，仰承指授，故學問具有本原。」32其人書法秀潤，甚蒙寵眷，乾隆

14 年（1749）奉諭擇選詞臣繕書《御製詩初集》並領銜作跋；33
23 年（1758）辭世，帝

詔整理其生平所呈墨蹟，摹勒上石，名之曰「時晴齋法帖」。34侍君密且久，其人秉持的

實用書法觀點，或許早已是君臣兩人的共識。好擅八法的乾隆皇帝，之後編製《全書》，

於謄抄一事還是以實用為重，文字無誤勝過書法精美，所以，文字校勘不懈，35而始終未

動用知名書家，只招聘在京生員、舉人任其責，且不強制，尊重個人參與意願。作此規劃

的背後，必是深知：不高度追求筆法的精美，則合乎抄寫標準者必然比較多，用人即不虞

匱乏。再者，《全書》濫觴於儒者編纂「儒藏」的倡議，36朝廷既有意成全宿願，對文人

儒士而言，參與謄錄名義甚正，忠誠、榮譽與使命感皆可得到滿足，37而楷書勻整的條件

亦不甚難，如此，豈有踟躕不前的道理？ 

清廷的盤算真否如此，未敢斷言，但不可否認：採取較寬的實用書寫標準，使《全書》

抄寫工程，得到儒生源源不絕的挹注。38略估四部《全書》以及兩部《薈要》文字數以 32

                                                        
31  見清‧汪由敦：《松泉集》提要，頁 390。  
32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臺北：洪氏出版社，1982 年），卷 18，頁 826。 
33  清‧汪由敦：〈恭跋御製詩初集〉，《松泉集》，卷 14，頁 833。 
34  見清‧汪由敦：《松泉集》卷首〈御製題句〉自注，頁 381。   
35  檢閱《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在乾隆 44 年後，多有彙核繕寫訛錯並行懲處總裁總校之奏摺。朝

廷規定每三月查核一次，其總裁錯至三次，分校、覆校錯至兩次者，均交部察議。記過清單顯

示某書訛錯，詳詳細細，如：「冷」訛「泠」、「青」訛「清」、「鐵」訛「鉄」、「踐」訛

「前」、「瀟」字寫不成字，「癡」訛從俗作「痴」，「雲致」訛作「致雲」……別字、錯字、

顛倒詞彙者不勝枚舉，可見對文字校勘之重視。可參該書頁 1063、1112、1185、1254、1331、

1471。 
36  參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出版工作委員會：〈前言〉，《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 冊（北京：商務

印書館，2006 年），頁 1。 
37  乾隆 38年 10月 15日四庫總裁王際華即收到前尚書錢陳群手札，意在遣其子錢汝器（欽賜舉人）

到京乞為四庫謄錄。札云：「欣知聖主稽古右文，特命匯纂四庫全書，實曠古未有之盛典，海

內人士莫不踴躍鼓舞。陳群以老翰林受非常之知遇，惟藉文章報效，惜以髦年未獲躬與編摩，

寸心不禁神往，今遣第七子汝器到京至總裁處呈明，乞為收錄，令效抄寫。不特陳群得稍抒嚮

往之忱，即汝器髫年早受殊恩亦得藉此以申報效。」轉引自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第六章，

頁 228。 
38  僅從一部《薈要》與文淵、文津兩部《全書》輯集載於書頁的生員名姓，經篩檢去疑，約達 3200

餘名，其中僅少數非漢字書寫者以及進士，身分不屬生員。詳見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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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計，每名謄錄生一日限抄 1000 字，如此，必須連續 4000 個日子，每日 800 名儒生，俯

几握管，一筆一畫轉抄文獻，才得以完成。一個時代儒生集體書寫的壯舉，由四庫全書館

策動，即使並未寫出令書家驚豔的風采，但留下的畫面，在漢字書寫史上也堪稱空前絕後。 

此外，恭敬的寫字態度，與宋儒程顥（1032-1085）「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

只此是學」的觀念甚相合拍。這句話朱熹（1130-1200）衍其深義作銘曰：「握管濡毫，

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39表明：

寫字時神明若不收攝，任意為之則字畫將蕪蔓雜亂；但也不可一意妍媚，求美太過則將捨

本逐末，玩物而喪志。 

在寫字上作收心修身功夫，外顯的形貌便是恭敬從事，一筆一畫都不苟且。明、清兩

代官學，正是以程朱理學為基底，從這個角度看，乾隆朝儒學生集體在「致恭敬」的氛圍

下完抄《四庫全書》，或可視作官方儒學或程朱思想落實在六藝之書的具體展現。 

勻淨、工整、端楷等等實用書寫的要求，與描述館閣體的「勻圓豐滿」、「光滑方正」，

有點像，但也有差距──徵用謄錄的君諭臣奏中，都未見字跡要「豐滿」、「光滑」的提

示。斷言《四庫全書》是「館閣體」代表的學者，不能避此而不談。然而，是不是館閣體，

真的不重要，研究《全書》謄錄書跡，認知朝廷、館臣，甚至謄錄生，他們要求、完成的

端楷書寫，追求的是什麼？意義何在？與儒學教育的關聯為何？才是更值得注意的。 

五、文淵閣本的書法風貌 

面對漢字書寫史上如此巨構，擺脫文人成見重新審視，是必要的，而如何論述觀察

所得呢？區別書寫風格類型又是必要的。以下且以文淵閣本試作探討。 

四庫館在《全書》各冊雖載有謄錄者姓名，形式井然，像是勒名考實表示負責，其

實卻是副頁載名並未與冊內書跡一一符應，若想憑藉這些記錄理出個別謄錄生的書跡樣貌，

無異緣木求魚。職是之故，在此不探求個別書手的問題，只就字跡別分大類，作整體評析。 

超過千人恭謹寫下的小楷書，要如何描述其中的異同區別，明人項穆（1550？-1600？）

一段話頗具啟發： 

 

                                                                                                                                                           

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頁 45-92；〈文津閣《四庫全書》影本所載謄錄生員資訊〉，頁 330-342。  
39  見南宋‧李幼武纂：《宋名臣言行錄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9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2，頁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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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稟，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習多異……所以人之於書，得心應手，千形萬

狀，不過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40
 

 

其提供的思考面向有二，首先是字形，字必有肥瘦大小；其次是氣習，學習必留下師法痕

跡。 

中和，是項穆高標的書法審美標準，肥者瘦者各有優缺，皆應深造乎中和之妙，故其

所謂肥瘦非僅指字形大小長扁而已。其具體主張在此無由細較，但分類之法，卻從中得到

提醒：千形萬狀的字跡，若從尺寸看，不外乎正常、碩大與娟細而已；若從單字外框看，

不外乎方正、肥短與瘦長而已。 

大凡字跡受稟賦、個性、學習、態度等因素影響，有如面貌，人各殊異。然而，凸顯

某一特徵，異中求同，還是得以類別群分。其中直截可判的，毋寧是單字的大小程度、長

寬比例。《四庫全書》每行控制一定字數，相同欄框面積內，字跡碩大或娟細，關係著墨

色與空白的分配比例，直接影響視覺感受。依常理，大小「正常」的字佔大部分（正因其

佔比大，故被視為正常），碩大或娟細字跡，則因少見，出現時特別引人注目。至於方正、

肥短與瘦長，若不嚴格要求單字的長寬長度必相等，則趨近方正者亦可稱常態，字形呈寬

扁或瘦長的仍屬少數。 

附圖【圖 3-1、3-2、3-3】為方正字與右上斜、右下傾字的對比；【圖 4-1、4-2、4-3、

4-4】為碩大到細小字跡的層次對比；【圖 5-1、5-2】為寬扁字與瘦長字的對比。另外，

筆畫線條習慣粗肥或者輕瘦，也會造成整體字跡有重沉與輕盈的視覺差異，如【圖 6-1、

6-2、6-3、6-4】。認知《全書》書寫風貌的多樣性，這些應是最簡單的分類。至於若要甄

別姸媸、表揚楷模，分類之法便不容僅止於是。 

字的好壞，與學習前賢書法密切相關，明代國子監施教：「每日習書二百餘字，以二

王、智永、歐、虞、顏、柳諸帖為法。」41清代地方書院亦見有「每日午後臨學古人法帖，

如褚、顏、歐、柳諸大家，各隨興之所近而摹仿之」的規定，42洎至今日，智永與唐賢仍

是習書者入門的典範。由此可知取法於（魏）晉（隋）唐楷書典範，由來已久。 

而昔日印刷、出版不像今日發達，不易取得古賢法帖的地區或者個人，也許師法當時

                                                        
40  明‧項穆：〈形質〉，《書法雅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6 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5 年），頁 248。 
41  清‧張廷玉等：〈職官志〉，《明史》，卷 69，頁 1677。 
42  清‧王銘琮：〈白鷺洲書院學規〉，載《白鷺洲書院志》，卷 2。轉引自李兵：《書院教育與科

舉關係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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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能書之人，幸運的，師法的對象亦出入晉唐，書法不俗，如八閩士人專學林寵；43不

幸的，師法的不過是一時俗師，即可能如包世臣（1775-1855）之嘆：「年已十五，家無

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尚不能平直，以書拙聞於鄉里。」44又或者如康熙 27 年

（1688）進士林文英，皇帝本欲擢之鼎甲，因大臣奏覆「學問雖好而字實未佳」作罷，後

乃遍求古刻極意學之，遂有書名，評者謂「大抵優入晉唐人之室，不作宋元想也。」45由

字不佳，而遍習古碑帖；習古帖而優入晉唐人之室──這樣的敘事脈絡，也可以反映：對

於楷書的好壞，實有一個以晉唐法度為依歸的評判標準。 

《全書》的謄錄字跡，既經館臣校核，基本上合乎勻淨、工整的要求。但勻淨工整只

是下限，全體之中必也不乏更為精美的字跡，而這些字，衡諸當時的楷書學習風尚，則會

在筆法、結構乃至韻味上，體現較多的晉唐法度。換言之，今日觀察《全書》書法風貌，

仔細從筆法、結構、韻味等要素著手，以唐碑晉帖法度相索求，將可抽繹出高乎一般水準

的好字，並即以其近似的名家風格，作為更進一層的分類類別。譬如【圖 7-1、7-2、7-3、

7-4】風格樸質，近似鍾體（鍾繇）；【圖 8-1、8-2、8-3】筆法秀媚，近似王字（二王、

智永）；【圖 5-2、9-1、9-2】典雅端整，近似歐陽詢；【圖 10-1、10-2】舒長平和，近

似虞世南；【圖 1-3、3-1、4-2、11-1、11-2、11-3】飽滿近似顏真卿；【圖 12-1、12-2】

瘦勁略如柳公權；或者參雜多人風格，而自具特色如【圖 13-1、13-2、13-3、13-4】所示。

如此這般擴大規模詳細蒐討，或可找出更多的類型。 

這樣的分類，並無窮舉盡分所有字跡的企圖，而只是要表揚佼佼者，凸顯他們的出類

拔萃，使不與多數平凡者同流，來日更可作為學習的典範。歐陽脩在《集古錄》中曾讚嘆

唐人書法之盛：「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手陳游瓌等書皆有，蓋唐之武夫悍

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

爾。」46言下之意正是：某些楷書手的書法造詣，士夫文儒未必比得上哩！是以，只從集

體性成績去看待《四庫全書》是不夠的，若不進一步細察其中的書寫差異，必也將會遺落

許多瑰寶。 

除此之外，當尋行數墨認真衡量書寫功力時，在浩瀚的書海中，極少數的濫竽充數者

也會因而浮現，那是尚未達到「勻淨、工整」標準的不良字跡，如【圖 14-1、14-2、14-3】

                                                        
43  閩人林寵，工楷書，倣歐陽詢而間以〈黃庭〉筆意行之，八閩文士咸捨古法而專學之。見清‧

梁章鉅編：《吉安室書錄》（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 年），卷 7，頁 88。 
44  清‧包世臣：〈述書上〉，《藝舟雙楫》論書之部，附載於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年），頁 1。   
45  見梁章鉅編：《吉安室書錄》，卷 5，頁 64。 
46  北宋‧歐陽脩：〈唐安公美政頌跋尾〉，《歐陽文忠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

卷 139，頁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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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或字體不正，或行氣疲弱，或基本筆畫拙劣，都不甚雅美。於是，整體《全書》字

跡，其實還可區別上、中、下三個層級大類，雖然比起中間等級，上品不算多，而下品數

量可能更少。 

六、結語 

《四庫全書》網羅群書，上自先秦下逮清初，以中國傳統各類學術為主，而近代西方

傳入之天文輿地曆算，以及滿文翻譯儒典、異族通譯詞書，亦兼收並蓄，共成一部文化大

叢書，其保存圖書文獻的意義與價值，向來備受矚目。相較於文獻意義與價值，此一大叢

書所藉以完成的基層工程──抄寫，長期以來並未得到太多關注。就負責抄寫的儒生來說，

他們不是官員，在四庫館中地位低如供事，而事成之後，也不像館臣一般表列名姓上奏於

朝，其登記在各冊副頁上的名字，是否被錯寫、被遺漏，其實無人聞問；47就抄寫成績而

言，世人大多以館閣體的印象概括看待，除此之外，計較的是書寫有誤，揶揄不足以為善

本，而到底抄寫得好不好，少有認真持平的評鑑。 

有道是「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抄者所以在書，得書可以忘抄矣，的確，抄寫只是

手段，其價值本不能與典籍文獻相提並論。製作圖書的手段，兩百多年來，已從手抄轉為

鉛字排版、照相排版，又轉而為電腦桌上排版，獲魚捕兔的筌蹄早已然幾經更替。然而昔

日的筌蹄，功用雖然遽降，但自今觀之，其工具本身卻因有了歷史感，具備古典風華，足

以成為被觀賞珍護的對象。換句話說，手抄年代再平凡不過的抄書謄錄，在印刷全面宰制

圖書事業、電腦排版席捲天下的今日看來，其中的技藝能為、呈現的美感，並不是現代技

術所能完全取代，輕易企及，自有其特殊的魅力，值得今人緬懷玩味。 

只是觀覽《四庫全書》謄錄書跡時，對於前人留下的批評言論，應當有所審思，有保

留地接受。成書當時、書成之後，字寫得比謄錄儒生好，地位、學問、名望更高的人，他

們或許並不滿意抄寫成果，批評的理由不見得說得清，但鄙夷的態度卻格外明顯。就像沈

括評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既承認其書精麗，又揶揄

無一筆可稱佳，而佳處的定義何在也了不可尋。48沈括自有評審標準，但三館楷書手難道

                                                        
47  詳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第三節「名字登載差池與辨析的困難」。  
48  沈括原是以三館楷書譬喻媚俗的小律詩：「无瑕可指，語音亦掞麗，但細論無功，景意縱全，

一讀便盡，更無可諷味」，卻最易爲人激賞。見北宋‧沈括：《夢溪筆談》（上海：上海書店

出版社，2009 年），卷 14，頁 125。於詩於書都隱約分雅俗之趣味，雅詩不只是字詞上鍛煉，

景意更耐人諷味，略有具體的析辨，但精麗之書為何不佳？佳書何以耐看，雅趣何在？則未詳

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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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集體的、職責所在必須依循的標準？同理，批評《全書》書跡不佳的文人學士、顯

宦大僚，他們放大抬高的書法標準，卻未必合適作為書籍謄錄的準則。那些言論，對今人

而言，可能具有指引作用，同時卻也可能潛在地傳導一偏之見。《四庫全書》的謄錄，目

的、性質有別於文人雅士的書法創作觀摩，分辨其中寫作的好壞，顯然應當另立標準。 

北四閣《四庫全書》書跡的詳細觀察，方興未艾，倘若文溯閣本也影印出版普及於世，

那麼，前後三部乾隆朝完成的抄寫本，加上精簡的《四庫全書薈要》，49勢必更有互相比

較參考的研究空間。二十幾億字，總印象是勻淨工整的小楷書，但海平面從來不是平靜無

波的，表面整齊的字海，不廢變化豐富、風情萬種，只待有心人近而察之罷了！此篇短文，

對於《全書》謄錄書法風貌僅能舉其大概，先藉以廓清流傳已久的刻板印象，思索可行的

觀察方法──至於更豐富的發現、評鑑標準的繫立，則期待來日更多同道的投入。  

 

 

  

                                                        
49  摛藻堂本《四庫全書薈要》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世界書局獲授權於 2012 年影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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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為求字跡影像清楚，下列諸圖皆擷取原書之左半頁。 

【圖 1-1】p.0056－231 下 

 

【圖 1-2】p.0056－533 下 

 



《四庫全書》謄錄書法風貌分類初探──以文淵閣本為主 

 

- 47 - 

【圖 1-3】p.0065－205 下 

 

【圖 2-1】p.0122－652 上 

 

【圖 2-2】p.0122－840 上 

 

【圖 3-1】p.1384－29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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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p.1359－324 上 

 

【圖 3-3】p.1400－35 下 

 

【圖 4-1】p.1396－606 上 

 

【圖 4-2】p.0832－22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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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p.1216－734 下 

 

【圖 4-4】p.0289－43 下 

 
 

【圖 5-1】p.0664－495 下 

 

【圖 5-2】p.1391－90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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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p.0662－164 下 

 

【圖 6-2】p.1140－692 上 

 

【圖 6-3】p.0485－320 上 

 

【圖 6-4】p.0370－25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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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p.0886－343 下 

 

【圖 7-2】p.0913－813 下 

 

【圖 7-3】p.1230－557 下 

 

【圖 7-4】p.0833－11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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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p.0953－822 下 

 

【圖 8-2】p.1226－902 下 

 

【圖 8-3】p.1154－425 下 

 

【圖 9-1】p.0695－28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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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p.0831－488 下 

 

【圖 10-1】p.0122－614 下 

 

【圖 10-2】p.0236－374 上 

 

【圖 11-1】p.1140－40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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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p.0866－665 上 

 

【圖 11-3】p.0681－741 上 

 

【圖 12-1】p.0635－428 下 

 

【圖 12-2】p.1117－2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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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p.0286－497 下 

 

【圖 13-2】p.0640－624 下 

 

【圖 13-3】p.1391－9 下 

 

【圖 13-4】p.1442－7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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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p.1068－300 上 

 

【圖 14-2】p.1098－258 下 

 

【圖 14-3】p.1271－47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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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script Calligraphy Styles of Siku Quanshu 

Based on Wenyuan Pavilion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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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documents in Siku Quanshu has always attracted attention. 

Compared with the value of the documents, transcription which is indeed the basic part to create 

the series of books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Three of the seven sets of Siku Quanshu, 

Wenyuan Pavilion, Wensu Pavilion, and Wenjin Pavilion, which were transcribed during the 

Qianlong period, belonged to “Beisi Pavilion” that was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read to the 

royalty. It took more than 3,000 scholars who were good at writing to transcribe. The 

performance of transcription of the classics was either stated in brief as the Pavilion Style 

(Guange Ti) or thought to be the same handwriting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the court. Both of 

these assumptions are not tru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flect on this misconception and 

to explain that the name of the Pavilion Style (Guange Ti) does not help understand the 

manuscript situation of Siku Quanshu. In terms of the practical concept of writing, the 

respectful attitude that was emphasized when transcribing books is quite relevant to the 

Confucianism education in Qing Dynasty. Manuscripts (regular script in small characters) 

appear to be neat and tidy; as a matter of fact, there is a wide variety of penmanship styles. This 

paper uses Wenyuan Pavilion version as an example to specifically distinguish the types of 

handwriting and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rrangement of this manuscript 

masterpi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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